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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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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地协同创新涉及复杂的多元主体，利益分配、长效激励以及补偿机制等问题仍制约着军地协同创新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是激励协同创新参与主体的重要途径。首先对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进行概念界定，分析构建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必要性；构建包括补偿激励原则、补偿激励主体、补偿激励对象、补偿激励类型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并以“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创新为案例进行应用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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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7659618]Study on Compens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ang Xinyu，Li Xiang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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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volves complex and diverse subjec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long-term incentive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re still restricting th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of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ub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ens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imul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irs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rough joint efforts of compens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ompens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Second, the paper builds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compensation incentive principles, subjects, objects, and types, and takes "Tianhe 1" supercomputer dual-use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s a case stud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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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指出要“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提高军民协同创新能力，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1]军地协同创新是合理配置军地创新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科技兴军的内在要求。军地协同创新是涉及军地多元创新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各创新主体间存在的分割、孤立等现象，以及创新体系涉及的利益分配、长效激励和补偿机制等问题，是制约军地协同创新效率与合作稳定性的主要难题。破解军地协同创新中的补偿激励问题，不仅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生根，更能促进生产力与战斗力相互转化。
国外学者【确认文献4学者是国外学者？】对补偿激励机制的研究多从生态补偿机制开始，如Cuperus等[2]研究了生态补偿的内涵，认为生态补偿是对某区域生态功能造成损害后的一种补贴与补助；关于创新补偿，主要是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性提出相应的补偿机制与模式，如Hewlett等[3]认为企业创新活动的选择是存在风险的，必须引入风险补偿机制提供相应补偿。国内方面，不少学者对创新活动补偿展开研究，叶伟巍等[4]通过复杂系统理论分析，仿真研究了不同政府政策下的协同创新激励效果，结果表明企业对创新要素的吸纳能力在不同政策下都表现出重要影响作用；张春辉等[5]指出创新产品补贴与创新投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补偿方式，前者注重创新产出的补偿与激励，后者则侧重于对创新行为的引导。学界对协同创新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在军地协同创新的补偿激励机制方面，虽有提出部分建议，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补偿激励机制，周莹莹等[6]从组织学习的角度研究了团队激励对组织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黄飞[7]研究提出了在军地协同创新过程中，对优势民用企业提供竞争失利补偿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李响[8]运用创新网络理论对军民两用产业集群创新驱动能力进行研究，认为应当通过控制焦点企业的聚化能力引导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方向；刘威[9]从要素共享的协同创新平台角度出发，对构建基于信息、技术、人才和利益共享状态下的军地协同创新体系进行探讨，认为应该通过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张兆勇等[10]研究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十研究院以产业化平台推进军地协同创新的新模式，认为完善军地协同创新模式对于打破军工企业长期形成的封闭局面、营造区域创新环境的意义重大。现有文献对于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这一方面的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更缺乏理论研究，研究深度有待加强。因此，亟需从学理上对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进行阐释，破解实践难题，促进产出工作指导性成果，提供具有深度理论支撑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推动我国军地协同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bookmark: _Hlk13163622]2  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内涵界定与意义
2.1  内涵界定
补偿，汉语词典的解释为赔偿、抵消损耗。同时，补偿又有心理学上的含义，是指当一个人存在身心缺陷时，通过自己其他方面的努力来弥补这一缺陷[11]。在经济学中，补偿的含义是存在多个利益主体时，在相关利益主体的一方因另一方的某种行为导致有形或无形的损失后，由受益者通过货币资金、实物、优惠政策等方式，按照协商一致的程序和标准对受损一方进行弥补的行为。激励主要有两种模式：正面激励与反面激励，补偿是对协同创新过程的一种正面激励方式。军地协同创新既是国家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的重要措施，也是科研院所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但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存在多个创新主体，需要进行协调与利益分配，当技术人员、思想观念等条件都具备时，如果没有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那么协同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综上，本文对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进行定义：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是为了维持军地协同创新模式高效合理运行，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实物层面、资金层面建立包括补偿激励原则、补偿激励主体、补偿激励对象、补偿激励类型等一系列补偿制度安排，弥补协同创新过程中相关创新主体所受的损失，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激发军民两系统间以及政府、产学研、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多元化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与动力，增强各主体间的协同互动，平衡协同创新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推动军地协同创新的持久长足发展。
2.2  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重要意义
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是推动军地协同创新发展的迫切要求。军地协同创新是军民两系统间创新资源相互融合、双向转移以及信息流通的过程，既是深入推进国防科技领域军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军地协同创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协调机制不健全、军民信息共享不通畅、利益分配不均、参与主体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打破军民利益藩篱、平衡利益诉求，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向，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是推动军地协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一方面能弥补因多元参与主体和国防知识产权特殊性造成的获益与贡献度不对等的问题，另一方面能保障社会资本获得相应投资回报并激励其投入创新要素参与军地协同创新，从而保障军地协同创新的发展活力与发展后劲。
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是挖掘社会创新能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能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显得相对疲软，而如何更好地发挥军地协同创新对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拉动作用与溢出效应，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军、民两系统间的良性互动能对产业革命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体现在国防科技工业长期积淀形成的军工优势创新技术向民用领域开发共享催生优势产业链，和民用先进技术注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激发出无限创新活力两个维度。军地协同创新本身就是对社会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对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能根据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将军地协同创新带来的各种效应和收益合理有效地配置给各个参与主体，从根本上激发社会创新能力，优化社会创新资源的配置。
建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是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现实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市场应在军地协同创新深入发展过程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军地协同创新是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重要体现，也是涉及军、民两个系统多元创新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由于其本质是科技创新活动，对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带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其中，外部效应使得市场失灵，建立军地补偿激励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影响，平衡各主体收益，因此能有效保障市场在军地协同创新过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3  构建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
军地协同创新不同于一般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更多的参与主体、军民两个系统间存在的天然差异等使得军地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问题是军地协同创新产生的外部性难以转化为内部主体的收益，从而如何对此进行补偿激励的问题。要使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能有效激励各主体参与协同创新，首先需明确其补偿激励原则、补偿激励主体、补偿激励对象、补偿激励类型等要素。
3.1  补偿激励原则
补偿激励原则为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提供根本性的指导与方针。（1）帕累托最优原则。补偿激励机制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军地协同创新的最优资源配置，通过一系列帕累托改进而使得协同创新各主体实现共赢。（2）“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综合考虑协同创新成果带来的各项效应，确定用收益向受损方提供相应的补偿，平衡各主体的利益诉求。（3）“谁控制，谁补偿”原则。由于协同创新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产权的形式确定相关权利，一旦获得产权，便获得了创新成果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将带来后续源源不断的收益。
3.2  补偿激励主体
军地协同创新主要包括投资主体、决策主体、科研开发主体、管理主体和技术生产主体等5类主体。补偿激励主体是军地协同创新的受益者，分为直接受益者与间接受益者。根据军地协同创新的3类不同模式即军民两用、军转民、民参军，补偿主体可以是军方、政府、军队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等实体组成。
3.3  补偿激励对象
补偿激励对象是指在军地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失或所付出的成本小于获得收益的一方，也是补偿资金、实物或政策的承受者。在军地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这类主体通常具有以下特点：（1）付出了相应代价，但并未得到预期回报（如产权、利润等）；（2）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而没有相对应的收益。根据不同情况，补偿对象可以是军队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等实体。
3.4  补偿激励类型
补偿激励类型一般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实物层面、资金层面等出发，以实物、资金、政策等形式出现，根据不同主体偏好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补偿方式。
（1）资金补偿。资金补偿是最为直接的补偿方式，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补偿。对于军事技术或民用技术的原有控制方而言，其已承担技术的初始研发经费，针对需求转变，协同创新进行二次开发和技术转移仍需要继续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此时，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资金补偿激励措施协同创新活动有序开展。二是利润提成。当创新成果投入生产盈利后，相关主体根据盈利情况按照一定的比例获取技术分成。
（2）政策补偿。政府对军地协同创新的政策补偿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财政资助，主要是政府采购。政府通过采购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加速企业的资金周转，进一步促进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二是税收优惠。政府通过对军地协同创新参与主体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减征、免征或实行优惠税率，降低其研发成本。
（3）技术入股。技术入股已成为我国激励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方式。军地协同创新的初始技术的控制者与持有方进行协同创新产生新的技术后，不是直接获取现金支付，而是折换成相应的股权，再通过将股利以政府补助的形式返还给初始技术持有主体。技术入股的形式将参与各方的利益锁定在一起，有利于军、民两系统间形成最为牢固、高效的协同创新系统。
（4）知识产权补偿。知识产权补偿作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是由于知识产权可以为所有者或控制者带来相应的收益，然而国家规定，涉及到国家安全、利益等军事技术属于国有资产，但未对利益分配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于未涉及国家机密的军转民协同创新成果，其收益分配由参与各方按贡献度协商决定。在军地协同创新过程中，可以对相应承制单位授予科技成果的收益权、使用权和处置权，以作为补偿。
[bookmark: _Hlk521007539][bookmark: _Hlk525586950]4  案例分析——“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创新
[bookmark: _Toc526423069]4.1  案例情况简介
（1）超级计算机技术简介。超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国防安全等经济社会各领域作用重大，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美国最先开始超级计算机技术的研究，二战后美国发展战略核武器需涉及大量复杂计算，IBM、CDC以及UNIVAC等世界著名计算机公司纷纷致力于早期超级计算机系统的开发[12]，世界第一台超级计算机由CDC公司研发。之后，欧洲发达国家以及日本等也开始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开展技术攻关。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工作，1959年，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后，我国尖端高科技的发展迫切需要运算速度极高的超级计算机，1983年，国防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国防科大”）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银河-Ｉ”。近年来，在国家“863计划”等多个科技计划的持续支持下，我国在超级计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曙光系列”“天河系列”等为代表的超级计算机的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超级计算机技术是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社会经济、科技、国防等领域存在一系列复杂、大型且运算量巨大的问题，都必须依赖超级计算机技术，其应用领域包括核武器研制、航空航天等军事领域，也包括互联网、大数据、气象预报、人工智能、基因测序、金融、资源勘探等民用领域。
（2）“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协同创新基本情况。“天河一号”是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从2008年开始研制，历时2年时间研制成功，在天气预报、航空航天和海洋环境模拟仿真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国防科大凭借其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可靠的研制方案和强大的技术基础获得了科技部“863计划”重大项目资助开展“天河一号”研制工作。应科技部要求，研发出来的科技成果必须落地应用，“天河一号”研制成功后，相继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长沙中心和广州中心投入运行，取得了广泛的成就。其中，天津市滨海新区与国防科大联合建设的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是隶属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事业单位，十分注重“天河一号”的推广应用，大力支持技术原始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心员工负责地方项目的对接，国防科大则派专业人员负责超级计算机运行等技术工作，具体合作模式如图1所示。各超级计算中心充分利用高校与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联合建立分中心，并为高校科研人员提供技术实践场所，推动技术原始创新；同时，与相关企业共建实验室，共享“天河一号”资源，促进产业创新。“天河一号”的研制过程中首次尝试了军地合作，科研院校、生产厂家、终端用户等多家单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开发模式。
科技部



资金与政策

天津市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防科技大学


核心技术专业人员
外部环境
资金政策
配套设施


成果转化



[bookmark: _Ref521442863][bookmark: _Toc526423097]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企业用户



[bookmark: _Hlk521442778]图1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协同创新模式
[bookmark: _Toc526423070]
4.2  案例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分析
“天河一号”通过协同创新成功研制并实现在多个领域转化应用，综合效应辐射全国，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主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利益得到合理的补偿，是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创新的成功案例，下文将对其协同创新过程进行具体分析（见表1）1)。
[bookmark: _Ref521443025][bookmark: _Toc526423239]（1）参与主体分析。参与主体中，科技部代表中央政府，提供主要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为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地方政府，为“天河一号”的研制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和完善外部环境；国防科大是主要研发者，长期以来形成国际领先水平的超级计算机技术，提供科研技术和科研人才；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是由政府拨款所建，为协同创新技术成果应用平台。
[bookmark: _Hlk521442928]表1  “天河一号”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
	[bookmark: _Hlk521442891]参与主体
	作用
	主要利益诉求
	角色

	科技部
	投资者、引导者
	国家公共利益
	补偿激励主体

	天津市滨海新区
	投资者
	政绩、当地经济发展
	补偿激励主体

	国防科技大学
	研发者
	学校影响力与实力提升、公共利益
	补偿激励对象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运营者
	成果转化、发展盈利
	补偿激励主体



（2）利益诉求分析。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从国家科技发展前景考虑发起“863计划”，其主要利益诉求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与综合国力的增强；天津滨海新区是地方政府代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其主要利益诉求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形成地方政府的良好政绩；国防科大是主要的研发主体，作为肩负国家国防科研领域研发创新重要使命的军事院校，承担多项国家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在“天河一号”协同创新过程中进行高强度科研工作，以实现多个领域的技术突破，更是形成了从“银河”到“天河”的科学精神等精神动力，其利益诉求主要是完成国家科研任务、实现学校价值的提升，同时获取相应研发经费以进行后续研究；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是国防科大与天津滨海新区共建的技术应用平台，作为技术与用户终端的对接机构建立客户集群，其主要利益诉求是实现技术应用平台的高效运转，并实现经济利益。
（3）外部效应分析。“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具有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高端产业领域都不可或缺的军民两用技术，对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总体安全都有着重要战略作用，同时其校、省（市）军地协同创新模式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对于整个国家正外部性明显，因此中央政府作为主要的协同创新补偿激励主体；“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落户天津市滨海新区，对地区经济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对滨海新区招商引资、超级计算机技术产业集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等增添了强劲动力，事实证明，超级计算机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滨海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滨海新区也成为建设军地协同创新体系的示范区，由此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也是协同创新补偿激励的补偿主体之一；对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而言，其在成立之初依靠政府拨款维系经营，而今用户需排队使用该技术应用平台，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也是协同创新补偿激励的主要补偿主体。而国防科大作为研发主体，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进行研发，攻关取得的技术属于自主创新成果，因此应为协同创新补偿激励对象。
综上从“天河一号”协同创新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创新成果的外部效应分析，其协同创新补偿激励的补偿方式主要采取资金补偿，附带提供研发场所等硬件设施的实物补偿。从实践情况来看，补偿合理有效，有利于激发各创新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实现了多赢的局面。
4.3  案例经验启示
（1）政府主导与保障作用明显。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作为主要补偿激励主体，中央政府的重大项目支撑为协同创新提供了引导与资金支持，同时地方政府配套相关支持政策与资金补偿形成完备的服务体系，从技术平台的建设到项目推广等方面推动了成果转化。
（2）构建高效的成果转化模式。军民两用技术的协同创新成果最终要转化为以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为主的综合效益，这样才能实现补偿激励。在“天河一号”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的过程中，研发方国防科大与技术推广方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密切联系，通过有效沟通解决技术问题与利益分配问题，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建立了政府、学校与企业的军队与地方共同协商共事的成果转化机制和补偿激励机制，实现了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创新的多赢。
5  对策建议
5.1  积极构建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平台
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平台是推进军地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但军地协同创新涉及军地多元参与主体，军用系统与民用系统的利益诉求与运行机制各有特点，创新体系间的交流与合作缺乏广度和深度，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搭建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平台，充分发挥其在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要素流通与信息对接。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主要的工作运行机制应包含以下3个方面：
一是军地信息共享机制。该机制能保障平台发挥其信息共享功能，可主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军地科研技术数据库、军地科研成果数据库以及优质科研人力资源数据库，为军地协同创新信息共享搭建沟通桥梁，打破军地藩篱，解决军地沟通不畅等问题。通过信息共享，军地协同创新参与主体能充分提升合作效率，为合作所涉及的利益分配和补偿工作提供信息保障。
二是资源整合优化配置机制。优化军地协同创新要素的资源配置能有效提升军地协同创新效率和质量，为协同创新补偿激励工作提供先决条件。一方面建立以高新技术军地企业为主体，以军地产业园或军地示范基地为载体，将军地协同创新的优质创新要素和军地产业链充分融合的产业组织模式；另一方面推动军地产业联盟建设，实现军工企业、军方科研院所和高校、优质民用企业以及民口科研院所高校所等军地协同创新要素资源载体的集聚。
三是协同创新成果管理与运营机制。军地协同创新成果是协同创新参与各方共同努力的体现，其主要表现形式有知识产权、专利等等，运营和管理军地协同创新成果是激励参与主体积极性的有力抓手，通过协同创新成果管理与运营，使军地协同创新取得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为技术入股等补偿激励方式的实施提供支撑。
[bookmark: _Toc526423073]5.2  形成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是推动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实施的基础性建设，影响军地协同创新组织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引导主体选择策略与行为方式，选择策略与行为方式则直接决定发展模式的效率和效果。
一是构建高效协同的组织管理体系，解决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中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等问题。建立统一领导的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工作领导决策机构：在中央政府层面，在已成立的中央军地委员会建立分管机构，分管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总体构建；在军队层面，在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军地局成立下属机构，分管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工作，并负责与中央政府对接；在地方政府层面，依托现有省级军地办公室建立相应分管机构，发挥纵向承上启下以及军地横向协调作用，根据中央指示和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政策，并监督补偿激励机制的落地实施。
二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政策制度体系，解决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缺乏相应法规、法规是否可执行以及政策落地难等问题。依据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具体工作要求，明确管理主体，对于涉及军地双方的部分，双方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出台相关政策，对涉及补偿激励原则、补偿激励类型等问题进行规范，使得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工作有法可依、有序进行；同时，应及时调整和修订不适宜现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的已有规章制度，对于一些原有规章制度在军地多部门间衔接配套不畅的内容进行统一，为政策落地实施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三是形成制度动态反馈与重塑机制，解决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运行缺陷与问题。随着目标与任务的与时俱进，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要适应新环境需要依靠动态反馈和重塑机制，以已实行的补偿激励机制的运行绩效为依据，广泛征集其存在漏洞和缺陷，形成良好的动态反馈，并根据国家发展要求与地方实践现状制定完善和重塑计划。
[bookmark: _Toc520816148][bookmark: _Toc526423074]5.3  充分发挥军地协同创新社会中介机构作用
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实施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无论是军工企业还是民用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环境，也离不开金融中介、科技中介等社会服务机构。军地协同创新作为创新组织模式的一种，同样面临研发风险，对于研发失败需要依靠金融机构、科技保险等方式给予合理补偿。
[bookmark: _Toc520816149]一是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充足的资金是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建设社会担保、风险投资、信托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机构。改进军地协同创新的专项贷款管理制度，开设军地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科学有效的企业贷款风险评估模型，进一步优化军地协同创新发展的金融环境。在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补偿方式中，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如科技保险等。此外，设立军地协同创新专项补偿基金，专门用于军地协同创新参与主体的补偿，并扩展融资渠道，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建立起多层次、高效率的金融支持体系。
二是强化中介服务体系。一方面，着眼于军地协同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提升其服务质量与效率，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技术评估认证、技术交易与成果转化等功能；另一方面，对于现有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绩效评估，建立统一的绩效评估指标，根据评估情况深化中介机构的管理体制改革，让市场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促进军地协同创新中介服务机构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从而更好地为军地协同创新补偿激励机制的实施提供充分完备的服务与保障。除此之外，政府应当加大对军地协同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对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运营和市场行为进行规范，提升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526423075]5.4  建立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体系
客观准确的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评定是合理实施补偿激励机制的前提和基础条件，是确定补偿激励类型和补偿额度的重要依据。
一是确定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的内容。评定内容是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评定的对象，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军地协同创新成果形式的特征总结概括与该价值效益的影响因素紧密相关的影响因子，从而确定合理的评定指标体系和评定标准。根据军地协同创新成果的军事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定，结合具体的应用情况与价值取向，针对具体的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评定建立有所侧重的差异化价值效益评定指标体系，使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评定结果与其实际价值无限贴近。
二是明确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的主体。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主体和客体是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的实施者，对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的工作进程与效果起主导作用，因此应当建立与军地协同创新组织模式相适应的评定主体构成，将军地两系统的优质专业评定机构和专业人才统筹纳入评定体系，组成囊括军方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军方企业和科研机构代表以及民口企业和科研机构代表的多元化独立评定团队，各领域的专业评定人才能发挥其所在领域的专业优势，将军地协同创新成果在军事、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多方位价值量化。除此之外，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以确保评定结果的公平和准确。
三是拟定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的组织形式。组织形式包含评定原则、评定技术和评定方法等具体内容，是军地协同创新成果价值效益评定的实施路径。征求军地协同创新多元参与主体的意见制定评定原则；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提升评定效率，扩大影响范围；根据不同类型军地协同创新成果的特征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定方法，对于难以量化的指标可用模糊评价法等方式通过专家打分、问卷调查等形式确定，综合多元方法以提高评定结果可信度和准确度。


注释：
1）“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案例情况及数据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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